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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战时期中印关系中的宗教文化思考

吴永年

(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东方语学院，上海 200083)

摘 要: 文章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既简明扼要又重点突出地论述研究了冷战时期中印关

系中的宗教文化关系现象。并从印度文化的宗教视角去探讨研究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发展的轨

迹及由热变冷的原因，着重分析和研究了冷战时期中印关系中的宗教文化关系现象、印度宗教

文化的特点、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从而，思考如何更深刻去认识对中印文化关系

发展的启示和趋势。和平发展，互利共赢，扩大共同的价值观，这与中国一贯倡导的和平发展

理念则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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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刚成立，印度总理尼赫鲁为什么决定

率先承认中国? 印度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

和国的非社会主义国家。又为什么力主恢复中华

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及安理会的席位? 中印两国

为什么也就迎来了最亲密的友好期? 为什么好景

不长? 还为什么由于中印两国存在的矛盾与问

题，不但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反而逐渐恶化，中

印关系自 20 世纪 60 年代出现了大倒退，直至在

1962 年中印两国爆发了边界战争? 为什么直至

1978 年 3 月 7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友好关系

协会会长王炳南率团访印度之后，中印关系才开

始解冻? 1979 年 2 月 12 日，印度人民党政府外

交部部长瓦杰帕伊访华，中印关系才步入正常

轨道?

如果我们从印度文化的宗教视角去探讨研究

冷战时期中印关系发展轨迹及由热变冷的原因，

以及目前中印关系中所面临的政治、经济贸易、外
交及边界中的矛盾与问题，也许我们可以从更深

层次领悟到中印关系中存在的矛盾与问题的真正

原因。

一、冷战时期中印文化交流的轨迹

印度首任总理尼赫鲁早在 1944 年写的《印度

的发现》一书中就指出，“中国和印度通过佛教彼

此接近发展了许多交往”。中国与印度各自独立

解放建国后，中印两国由于悠久友好的文化交流

关系，两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就十分火热。1951 年

1 月 12 日，尼赫鲁在伦敦发表广播演说时说:“我

们印度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友谊，我们有不同

意见，甚至有小矛盾，但当我们回顾那长久的过

去，那包含着某些哲理的过去，也有助于我们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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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1］( P5 ～ 6) 如前所述，中印之间在 20 世纪 40
年代末独立解放建国之前的年代中，我们不难发

现一个特点，中印之间两千多年的文化交流是非

暴力的，两国彼此之间都怀着友好与热忱，在相互

间的文化交流中不断加强了解，并促进了各自社

会的发展和文明的进步。这也是世界人类史上的

文明之举，它脱离了血与火的争斗，和平地把中印

两国的文明推向一个一个更高的阶段。1950 年

至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爆发之前，中印之间的文

化交流遵照历史的轨迹延续了下去。
20 世纪 50 年代，中印之间最值得一提的文

化交流事件有: 1955 年 4 月 18 日在印度尼西亚

万隆独立厅召开的亚非会议上，中印两国首脑提

出了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

平等互利，和平共处) ，并且认为殖民主义是当今

世界不安定的根源。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先是在 1953 年 12 月

31 日周恩来接见印度代表团成员时提出的。当

时周恩来说:“我们相信，中印两国的关系会一天

一天好起来，某些成熟的、悬而未决的问题一定会

顺利得到解决的。”［2］( P92)

如果从中印文化交流的源头去探究的话，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源自于佛教的戒条( 不杀生，不

偷盗，不 邪 淫，不 诳 语，不 饮 酒，神 圣 又 至 高 无

上) 。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的信仰、理念和戒

条，在传播的过程中被中国文化不断接受，在经过

了不断的演化之后，逐渐形成了作为国与国之间

关系的五项基本原则。
实际上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初出自于 1951

年 5 月 23 日中国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代表团正

式签署的《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人民政府关于和

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中的第 14 条规定: “中

国人民政府统一处理西藏地区的一切涉外事宜，

并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

邻邦( 印度) 和平相处，建立和发展公平的通商贸

易关系。”
1954 年 6 月 27 日，周恩来在日内瓦会议的

记者招待会上初步阐明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

本思想，即: 世界上国不分大小强弱，不论其社会

制度如何，是可以和平共处的。如果世界各国根

据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那

么，就不可能发生一国对另一国进行威胁与侵略，

世界各国和平共处的可能就能变为现实。同时，

他建议尼赫鲁“中印两国应该以五项原则给世界

树立一个范例，证明各国是可以和平共处的”。
尼赫鲁也欣然赞同周恩来提出的和平共处五项原

则作为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准则。同年 6 月 28 日，

中印两国在《中印两国总理联合声明》中强调，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不仅适用于各国之间，而且适

用于一般国际关系之中，它们将形成和平与安全

的坚固基础”。同时还指出: “如果接受并按照五

项原则办事，任何一国不干涉另一国，这些差别就

不会成为和平的障碍和造成冲突。有关各国中每

一个国家的领土主权和互不侵犯有了保证，这些

国家就能和平共处，并相互友好，就会缓和世界上

的紧张局势，并有助于创造和平的气氛。”毛泽东

也说:“应当把五项原则推广到所有的国家关系

中去。”［2］( P97 ～ 98)

当时中印两国总理能极力倡导和平共处五项

原则，一是说明了他们的英明伟大和智慧。二是

也确实反映了当时中印两国领导人少有的勇气和

远见卓识，他们也为今后世界的和平事业作出了

不可估量的贡献。从长远看，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还将成为推动 21 世纪人类文明发展的基本动力

之一。三是它的提出是中印文化交流的结晶。如

果没有中印间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交流基础，周

恩来和尼赫鲁两位总理是不可能在 20 世纪 50 年

代，在国际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达成共识

的，也不可能在印度尼西亚的万隆会议上共同提

出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近现代中印文化民间交

流的友好使者谭云山。他出生在湖南茶陵下东

乡，为中印文化的交流事业奋斗了 50 多年，为增

进中印两国的友谊与了解作出了不懈的努力，为

此，在中印两国间享有“现代玄奘“的美言。谭云

山酷爱中国的历史、文学、哲学和宗教等，1927 年

他南下新加坡，在那里教授中国历史、哲学及文学

等科目。当时，印度文学泰斗泰戈尔访问新加坡，

谭云山拜会了泰戈尔，泰戈尔为他兼任中印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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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流责任而高兴，并邀请他为由其本人创办的

国际大学教授中文。1937 年在谭云山的努力下

创立了中国学院，主要学习研究中印两国的语言、
文学、历史、宗教、哲学等等，并进行两国间访问学

者的交流。中国的著名画家张大千、徐悲鸿，以及

学者吴晓玲、金克木、杨瑞林等前辈，都曾在中国

学院当访问学者，与印度专家学者交流中印文化。
1956 年 11 月 11 日，谭云山与女儿谭文回国观

光，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的接见，中国领导

人对谭云山有志于中印文化交流的成就赞赏，并

鼓励他为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与友谊、了解作出

更多的努力和贡献。
其间，中印两国的文化交流在各个层次上也

不断地达到高潮。1951 年 3 月，全印和平大会筹

委会主席、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爱德华大夫以非

官方的身份访问了中国。不久，全印和平理事会

理事潘迪特·森德尔率领非官方高级亲善访华团

访问中国，并参加了中国的国庆典礼。同年 10 月

至 12 月，中国也派出了以著名学者和作家丁西林

为团长的文化代表团，对印度进行了为期 5 周的

访问。
1952 年印中友好协会在印度成立，并在全印

设立了 45 个分会。同年 5 月中印友好协会在北

京成立，丁西林为会长。这一年有雅拉克希米·
潘迪夫人率领的英迪拉·甘地文化亲善访华团，

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印度统一工会和印度劳工

协会代表团访问了中国，还参加了中国的“五一

节”活动。9 月，印度参加亚太和平会议的 60 人

组成的代表团访问中国。另外，在这一年里，印度

的《今日中国》出版，为增进中印两国人民的友谊

与了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1953 年前来中国访问的印度代表团更多，其

中有印度劳工代表团、全印总工会代表团、加尔各

答大学代表团、印度艺术代表团、印度青年代表团

和印度全国职工大会代表团。7 月 26 日，毛泽东

观看了由萨钦·禁·古普塔率领的印度艺术代表

团在北京的演出，还接见了艺术代表团的成员。
一时间，由印度诗人查托巴·迪雅亚创作的《中

印友好之歌》，在中印大地上传播开来。12 月，丁

西林率领中印友好协会代表团访问印度，参加了

在新德里召开的印中友好协会第一次全国会议，

全国性的印中友好协会成立。
1954 年，中印文化交流更是显得繁忙与热

闹。在这一年里，中国派出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代

表团、中国文化代表团、中国科学家代表团相继访

问印度。印度访问中国的代表团更多，各种各样

的代表团纷纷踏上中国的领土，各方面的名人专

家和中国各界的专家学者热烈交流，增加友谊。
也在这一年里，尼赫鲁访问中国，为期 12 天的访

问使尼赫鲁对中国有了一个初步、模糊的认识。
也正是这个初步、模糊的认识，造成了他对中国国

情认识的不完全性和不正确性，使他日后对中国

的判断产生了错误认识和决策。
1955 年后，中印文化交流进一步密切，双方

扩大了留学生的交换计划，每年中印双方为各自

所在国的留学生提供 10 名学生的奖学金。在这

一年里，中印之间的电影代表团互访，印度的电影

在中国 20 个大城市举办电影周，印度电影《两亩

地》和《流浪者》在中国拥有了 300 多万观众，在

中国人的心里留下了美好的形象与有益的教育。
另外，中印体育代表团互访、中国卫生代表团第一

次访问印度、印度文艺代表团在各地的演出，使广

大中国人民进一步了解了既迷人陌生又美妙的印

度舞蹈音乐; 印度还在北京举办了阿旃陀壁画

1500 周年纪念会和印度艺术品展览会。中国也

在新德里举办了中国工艺美术展览会。同时双方

的艺术家对中印两国的舞蹈、绘画、壁画及艺术品

等艺术进一步进行了交流与研究。自 1956 年至

1959 年之间，中印文化交流热闹非常。但是，从

1959 年以后，由于中印关系逐渐变冷，中印之间

文化交流也日渐减少; 直至 1962 年中印边界战争

爆发，中印之间的文化交流也完全终止。
从这一时期的中印文化交流中我们可以看出

以下几个特点: 一是中印文化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文化交流高潮，是在中印两国两千多年的文化基

础上形成的。受尽殖民者压迫与剥削的中印两国

人民，在各自独立解放建国后，两国的领袖与人民

要急于了解自己邻居的各方面情况。二是在这一

时期的文化交流中，民间的热情要高于官方层面。
中印两国人民以少有的热情欢迎着双方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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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其欢迎的场面往往有数十万或上百万人参加。
中印两国是兄弟的呼声就是在这一时期出现的，

这是发自两国人民内心的呼唤，其中没有半点的

虚伪之情。三是这一时期的文化交流、艺术交流

多于政治方面的接触。其原因是两国所选择的两

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这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虽没

有产生抗争，但是，各自都有一种对自己所选择的

社会制度莫名的自重心态。所以，文化交流多于

政治层面的交往那是很自然的事情。从某一个角

度看，这也为 1962 年的中印边界战争埋下了祸

根。因为，中国与印度都不甚了解中国共产党和

国大党的特点? 其追求的战略目标是什么? 中国

的社会主义制度与印度的政治体制有何区别和特

点? 中印双方对各自的邻居有何企求? 其真正的

深层次的意义和原因在何处? 以致最终在对中印

边界纷争的事态发展和结局上失去了正确的判断

与决策。这对中印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来说是不

幸的，由此中印关系的良好发展到 1962 年终止。
直至 21 世纪的今天，中印边界还没有找到两国都

认可的公平、公正、合理的最终解决方案。

二、冷战时期中印关系中的宗教文化关系现象

众所周知，印度领土与中国的西藏自治区接

壤，中印边界线长达 2000 多公里。自古以来，印

度与西藏的文化交流十分频繁，更值得注意和研

究的是印度宗教与西藏宗教的关系更加密切。历

史上印度佛教对外传播的主要线路有两条，一条

是北上我国的青藏地区，另一条是东下东南亚各

国。印度佛教北上西藏地区之后，长期与西藏的

原始宗教苯教相互影响、相互斗争。“喇嘛教便

以佛教教义为基础，吸收了苯教的一些神祇和仪

式，教义上大小乘兼容而以大乘为主，大乘中显密

俱备，尤重密宗，并以无上瑜伽为最高修行次第，

形成‘藏密’。”［3］( P1162) 喇嘛教亦称之为藏传佛教。
确实，由于地理与历史的原因，长年累月，印

度的宗教文化对西藏地区的影响之大显而易见。
我们无可否认，也不用否认西藏文化与印度文化

有着更多的、直接的亲近关系，藏传佛教的形成与

发展受印度佛教的影响最为巨大。历史上印度的

许多高僧亲赴西藏传教，其中以莲花生大师和阿

底峡尊者最为著名。西藏的僧侣也纷纷前往印度

学法取经，其中以玛尔巴、宗喀巴和米拉日巴大师

最富有盛名。久而久之，佛教信仰已成为藏族人

民的最高精神支柱。13 世纪以后，在元朝政府的

扶持下，藏传佛教的上层喇嘛开始掌握西藏地区

政权，在西藏实行政教合一的统治模式。因此，无

论在英国殖民者统治印度期间，还是在印度独立

之后的尼赫鲁政府期间，他们要染指西藏，首先都

须从宗教文化方面着手。早在英国殖民者进入印

度次大陆后，它就企图把西藏变成“缓冲国”，从

而挑起西藏独立脱离中国。1774 年他们采取的

第一个步骤是派乔治·波格尔与亚历山大·哈莱

尔博士，以东印度公司代表的身份赴日喀则与六

世班禅喇嘛联络关系，以发展通商为借口，达到逐

步渗透西藏的目的，最终达到建立西藏“缓冲国”
的图谋。由于当时清朝政府还处在鼎盛时期，波

格尔的要求遭到拒绝。可是，英国殖民者并不死

心，1783 年又派遣萨穆埃尔·特纳上尉和托马

期·桑德斯前往日喀则，再次笼络达赖与班禅，结

果仍然无功而返。
1840 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清政府日渐衰

弱，英属印度总督寇松迫不及待地要进军西藏。
但是，英国殖民军队遭到了三大寺喇嘛的激烈反

抗无法得逞。寇松在屡次碰壁之后更加深知，西

藏宗教势力强大，若要在西藏得到长久的利益和

统治权，必须在西藏的上层宗教势力中寻找代理

人。于是 1904 年英国人进入拉萨后，不断地与西

藏宗教势力的上层分子接触，拉拢关系搞亲近活

动。1908 年 9 月，英国又派奥康诺与锡金王子做

达赖十三世的工作。在英国人的百般利诱威逼

下，西藏宗教的上层分子与英国人达成了某种妥

协，使英国人在西藏取得了更多的利益。与此同

时，英国殖民者还加紧了在西藏宗教势力中培养

“亲英派”的活动，以期最终达到使西藏脱离中国

的罪恶目的，真正成为英国殖民者理想中的“缓

冲国”。
总的来说，英国人为达到控制统治西藏的目

的，从宗教文化着手，拉拢西藏宗教上层分子培养

“亲英派“的策略是成功的，“1910 年 2 月达赖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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亡印度，并请求英国殖民政府帮助他抵抗中国。
达赖从原来的仇英到期望依赖英国来保持其在西

藏的地位和权力，这便是一个明证。从此，英国对

西藏的做法也从原来的武力征服转为利用达赖，

策动西藏脱离中国，使之成为它控制下的‘半独

立国家’”。［2］( P24)

印度独立后，对西藏制定什么样的政策与策

略也使尼赫鲁费尽了心机。按理，印度受了英国

殖民者 200 多年的殖民统治，丧权辱国的艰难困

苦时时袭击着他的心，他与印度的精英们更应懂

得印度的独立自主比什么都重要。但是，独立后

的印度尼赫鲁新政府的官僚们却一反常态，完全

继承了英国殖民者在统治印度次大陆时的“霸

主”心态和嘴脸，非但不平等地对待自己周围的

弱小邻国，还颐指气使，剥夺和控制并吞周围弱小

国家的主权与领土。他们不但兼并哲孟雄 ( 锡

金) ，①还控制不丹，将尼泊尔置于自己的直接控

制之下; 并还妄想再在中国的西藏问题上有所作

为，以实现英国殖民者并未实现的把西藏变为

“缓冲国”的企图，最终达到把西藏从中国的版图

上分离出去的目的。但是，由于当时印度迫于刚

独立时的国内国际环境，特别是中国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打败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国之后，印

度政府不得不把自己的痴心妄想暂时掩盖起来。
因为尼赫鲁及其精英们知道，鉴于当时印度的军

事实力是无法征服中国的，倒不如先和中国搞好

关系，迷惑对方，使中国新政府对印度丧失足够的

警惕性，在这种时候再创造机会在西藏问题上大

做文章，为印度攫取更多更大的权力和利益成功

的可能性要大得多。为此，尼赫鲁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玩弄两面手法: 一方面

他与中国发展热烈的中印外交关系; 另一方面则

暗地里与中国较劲，实施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作

为中印永久边界线的前进政策，持续不断地蚕食

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属于中国西藏自治区的领

土。从尼赫鲁的言论看，他一面说: “要把一个国

家的意愿强加在另一个国家的头上，或者要把一

国人民的生活方式强加在另一国人民的头上，任

何这种尝试一定会产生冲突，危及和平。”②与此

同时，尼赫鲁及其精英们却背着中国政府，干有损

于中国人民利益的事。当中国政府正忙于抗美援

朝时，印度军队却在中印边界东段大举向非法的

麦克马洪线推进: 1951 年 2 月派兵占领了达旺地

区; 1953 年至 1954 年印度军队继续北进，占领了

麦克马 洪 线 以 南 的 土 地，成 立 了“东 北 边 境 特

区”。1954 年中，印度军队又占领了乌热、香扎和

拉不 底 等 土 地。1957 年 占 领 了 什 普 奇 山 口。
1958 年又占领了巨哇、曲惹。另外，印度政府迫

不及待地修改地图，把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南全

部属于中国的土地划入了印度的版图。印度军队

还把中段占领的 2000 平方公里土地也划入了印

度的版图。尼赫鲁还在 1958 年 12 月 14 日写信

给周恩来，直接向中国提出这些土地的要求: “印

度的这些土地( 中国地图标明是属于中国的) 只

能属于印度，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对这些土地不

存在争端。”［2］( P131)

与此同时，印度政府又继续步英国殖民者的

后尘，利用印度宗教文化与西藏宗教文化的亲缘

关系，抓紧做达赖的工作，鼓励他提出“西藏独

立”。1956 年 11 月，在释迦牟尼涅槃 2500 周年

的大会上，“印方只悬挂印度国旗和西藏佛教的

旗帜，不挂中国国旗，许多印度报纸也只提印度、
西藏‘两国’友好关系，不提中印两国友好关系。
有的报纸还说，达赖、班禅来访，不仅有宗教意义，

而且有政治意义”。③并且在这次会议礼仪上抬高

达赖，贬低班禅，想方设法使达赖留在印度的噶伦

堡，以达到印度政府直接控制达赖的目的，并进一

步煽动西藏宗教上层分子中对中国中央政府的不

满情绪。由于周恩来的劝说和各方面得力的工

作，印度政府企图在大会上离间西藏与中国之间

关系的阴谋未能得逞。不过此次达赖访问印度的

教训，进一步清楚地说明印度政府企图谋求在西

藏方面种种特权和利益的努力不但没有放弃，反

而更加露骨与肆无忌惮。事后的发展证明了这一

点。1958 年，在帝国主义和印度某些扩张主义势

力的支持下，西藏一些宗教上层分子勾结外来势

力，并唆使反动的大农奴主和不明真相的喇嘛与

藏民，在印度噶伦堡成立的“西藏自由同盟”、“西

藏福利协会”和“佛教协会”等反动组织的指挥下

进行叛乱; 还大力宣扬“印度同西藏是母子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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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谬论。从此，印度的噶伦堡也就成了一些印度

人煽动西藏叛乱的基地。
1959 年 3 月 10 日，以噶伦堡为基地的少数

西藏宗教上层分子果真发动了西藏的全面叛乱，

他们还提出了“西藏独立，赶走汉人”的口号。达

赖也于 1959 年 3 月 31 日被西藏叛乱分子劫持到

印度。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仅把“西藏叛乱”
说成是“悲剧”，并还说他“同情”西藏的农奴主，

把农奴主的叛乱说成是出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

绪”。他还强调所谓印度对西藏“宗教和文化联

系”的“感 情”，以 此 作 为 干 涉 中 国 内 政 的

理由。［2］( P136)

正是由 于 尼 赫 鲁 的 这 份“宗 教 与 文 化”的

“感情”，西藏叛乱后，印度政府还大肆污蔑中国

人民平定西藏叛乱与维护祖国统一的行动是“压

制自由”和“摧毁”宗教等等。
另外，从 1959 年 2 月开始，印度社会迎合国

际上反华浪潮，在舆论上大肆发表围攻中国和干

涉中国内政的文章。尼赫鲁非但佯作不知，还加

紧了蓄意挑起更大的中印边界冲突的准备。那时

中印边界摩擦不断，中印双方的边防军巡逻时擦

枪走火的流血事件频繁发生，中印边界战争有一

触即发之势。中国总理周恩来多次提出了中印边

界和平解决的建议，可尼赫鲁却一再拒绝，并一反

以往友好的态度，开始强调维护印度的“荣誉和

尊严”，谴责中国的所谓“傲慢”与“侵略”。直到

1962 年 10 月 12 日，尼赫鲁公开向中国宣战，中

印边界战争终于全面爆发。
尼赫鲁及其官员与某些囯内舆论为何对西藏

问题反应如此强烈，如果从文化角度探讨研究，最

主要原因还是他们错误地认为“印度文化与西藏

文化有更加直接的渊源”关系，印度政府理应给

予更加直接的关照。有的印度极右派人士甚至发

表言论认为: 印度文化为母，西藏文化为子，哪有

母不格外关心子。为此，我们不但要对印度人这

一心态加以重视，更要以历史与现实的事实给予

说理驳斥，使之不能成为印度在西藏问题上干涉

中国内政的理由。

三、冷战时期印度宗教文化的特点

当我在开始分析研究冷战时期印度宗教文化

的特点与原因时，我自然想到了尼赫鲁外交中的

“不结盟”外交政策。这可以让我们更为深刻地

理解中印关系中印度宗教文化因素作用的特殊性

和重要性; 同时，也能使我们更深层次地领悟到文

化无形而又不可替代的巨大作用与力量。“不结

盟”外交政策和“大印度联邦”的构想，都与印度

宗教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
1. 尼赫鲁“不结盟”外交政策与印度宗教文

化的关系

仔细研究尼赫鲁的一生，可以清晰地看到他

对自己祖国的文化有着一种常人难以达到的悟

性，他把自己对印度文化的独到悟性巧妙地运用

到对外政策的制定和大国关系的处理之中。“不

结盟”也正是他处理国与国之间关系的大手笔。
“不结盟”在国际上体现了反对强权政治和独立

自主的外交政策，它对推动世界向多极化方向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尼赫鲁本人也被誉为世界

“不结盟”国 家 的 领 袖，印 度 的 国 际 地 位 随 之

上升。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不结盟”的内容，然后再

去解读它与印度文化及价值观的关系。“不结

盟”有五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避免与任何国家或

反对另一个国家的集团结盟，寻求与所有国家的

友好关系。二是不结盟并不是把自己孤立起来，

也不是一种消极的政策，而是意味着在一国的外

交政策中的独立自主( 尼赫鲁曾在 1958 年 12 月

对他的“不结盟”作进一步阐释说: 不结盟不是一

种消极的政策，而是一种积极的明确的政策，而是

我希望是一种能动的政策) 。三是反对帝国主义

与殖民主义，支持被压迫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的

斗争。四是积极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 实际上这是 1954 年 4 月至 6 月，周恩来第二次

访印度时与尼赫鲁商谈有关中印双方在西藏问题

上发表的联合声明的五项原则④ ) 。五是引进外

援，只要对印度的经济发展有利。
总体而言，“不结盟“的对外政策体现了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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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价值观对政治、道德、民族、平等、正义、真、
善、美等方面的认识。这其中有对物质价值、社会

价值、精神价值和非暴力价值的衡量标准。重精

神价值的追求，强调用”法“去维护和创造某种和

谐，用非暴力求得和平。
如果我们用印度佛教的“舜若多”( 空) 的哲

理去分析的话( 这一哲理也被印度教创始人商羯

罗吸收发挥为“梵”和“幻”的论述) ，也可探寻到

尼赫鲁“不结盟”思想形成的内核。“空”并不是

“虚无”，“空”即是“有”、“空”即“不空”的辩证观

点领悟得极为深刻。综观尼赫鲁的政治生涯，他

待人处世始终贯穿着“不结盟”的观点。因为他

认为，“不结盟”可以使自己处处主动，不受他人

牵制，别人又少不了他。所以在他的一生中，他从

不拉帮结派，或者投入某一个人的怀抱，他总是游

离在各政治派别之外，独自作出自己的政治选择，

也从不随意地支持某一个人或反对某一个人和派

别。确实，尼赫鲁的所作所为为他的政治生涯营

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所有的人和派别都认为缺

不了他，都要拉拢他，结果他成了在印度国民中除

了圣雄甘地外最具权威和地位的风云人物。
所以，当尼赫鲁成了印度一国总理后，他自然

在处理国与国的关系中也遵循“不结盟”原则，这

样可以使印度左右逢源，各取其利。尼赫鲁有一

句名言，一语道出了他倡导“不结盟”的真正目

的:“将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的政策不是

聪明的政策。”早在 1949 年 8 月 17 日，他在美国

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说时就阐明了“不结盟”的

真正用意和目的。他说，不是通过与任何大国或

集团结盟而是通过独立的态度对待各种有争议和

争论的问题，印度要从自己的国家利益出发，靠不

结盟保障国家的安全，而不是武力。为此，尼赫鲁

不与美苏结盟，也不与美苏交恶，而是周旋于美苏

之间，互不得罪，利用美苏都想得到印度的支持来

达到目的。
的确，尼赫鲁的“不结盟”对外政策的实施，

为印度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印度在政治上不

但得到美苏的承认，同时，在经济上也都得到了美

苏援助和技术上的支持。根据 1963 年 3 月 29 日

《时代周刊》的统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到 1962

年，印度从美国获得了 39． 52 亿美元的援助，比参

加美国军事集团同盟国的泰国、菲律宾和巴基斯

坦得到的总和还多 11%。1956—1963 年，印度又

从苏联得到了 55 亿卢比的经济援助; 在当时来

说，印度是苏联对外援助的最大受益国。
不过，我们在客观分析研究尼赫鲁的“不结

盟”对外政策时，也不得不看到这样的事实: 虽然

不结盟维护了印度的独立性，维护了印度的国家

利益，同时也有利于当时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但

是，遗憾的是，尼赫鲁在执行“不结盟”对外政策

时，始终未放弃印度在美苏两大集团之外充当第

三势力的领袖，争当“亚洲的轴心国”; 始终不忘

记并努力实现自己“大印度联邦”的构想。所以，

在南亚地区印度实施了“霸权主义”外交政策，这

给“不结盟”蒙上了阴影，同时也说明尼赫鲁对印

度文化及其价值观的领悟还是有缺陷的。
2.“大印度联邦”与印度文化圈

200 年英国殖民者对印度的残酷统治与压

榨，使印度民族所受的苦难无法用语言来表达，尼

赫鲁及其政治精英们在忍受英国殖民者统治的耻

辱和不幸时，他们这些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印度

教婆罗门的后代，在为自己祖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骄傲时，又常常对西方文明表现出由衷的青睐。
尼赫鲁及其精英们要实现自己的强国梦，他们在

痛恨英国人的骄横与傲慢的同时，却又十分钟情

英国殖民者给印度留下的各种遗产。“大印度联

邦”就是英国殖民者给印度留下的一大遗产，也

是他们追逐与梦想成真的目标。
独立前，尼赫鲁早已存在着“大印度联邦”的

构想，其地理位置包括南亚次大陆地区的所有国

家，还有中国的西藏地区和缅甸等区域。尼赫鲁

甚至还划出了“大印度联邦”理想的边界线，即克

什米尔、尼泊尔、锡金、不丹和阿萨姆作为印度的

内务防线，中国的西藏作为缓冲区，将“麦克马洪

线”、“约翰逊 － 阿尔达线”作为印中理想的边界

线，又将印缅边界至杜兰先之间的广大地区作为

印度的“安全圈”。无疑，尼赫鲁早期构想的“大

印度联邦”旳边界线，正是受印度文化直接影响

的区域，属印度文化圈内的国家与地区。
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文化大多属于印度教和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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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文化影响的范畴，与印度文化有着紧密的文化

联系; 有的甚至有 70% 的人口信奉印度教，并把

印度教定为国教。虽然，巴基斯坦是穆斯林国家，

但是其文化属性仍可归于印度文化之中。为此，

印度独立之后的历届政府在针对这些国家和地区

制定其对外政策时往往不同于他国，一般视其为

印度的附属国，将这些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军事置

于直接掌控之下，稍不如意就横加干涉。如 1947
年刚刚独立的印度就迫使锡金签订了《维护现状

协定》，并出动军队进入锡金，不过那时锡金叫哲

孟雄，原是中国西藏政府的藩属。1950 年 12 月，

印度又与锡金签订了《印锡和平条约》，规定锡金

的首相必须由印度人担任，锡金变成了事实上的

附属国。1950 年 8 月，印度又强迫不丹签订了

《永久和平友好条约》，掠取了对不丹的外交控制

权。尼赫鲁自然也不会忘记尼泊尔和斯里兰卡。
1951 年通过尼泊尔宫廷的权力之争，印度乘机插

手，从政治、经济上控制了尼泊尔。对中国的西藏

地区，尼赫鲁企图继承英国人的特权，欲置于自己

的控制之下，1950 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

印度政府先后发出 7 份照会和备忘录指责中国政

府，最终导致了中印关系恶化，于 1962 年爆发了

中印边界战争。英迪拉·甘地和拉吉夫·甘地继

承了尼赫鲁对南亚诸国及周边邻国的外交政策，

相继吞并了锡金，肢解了巴基斯坦，扶持东巴成立

了孟加拉国，并又出兵斯里兰卡等。20 世纪 80
年代初，尼泊尔比兰德拉国王试图脱离印度政府

的控制，马上遭到印度政府愤怒的报复，封锁了尼

泊尔经印度至加尔各答的出海通道，使得尼泊尔

经济陷于瘫痪。最后尼泊尔不得不屈服于印度，

签订了一系列“友好条约”。虽然拉奥、高达和瓦

杰帕伊政府对南亚邻国的外交政策有所变化，但

是他们仍要把南亚次大陆视作他人不可染指的势

力范围，牢牢掌握在印度手中，只不过其外交政策

的形式有所不同而已。

四、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

在研究探讨了冷战时期与中印关系中的宗教

文化现象及其特点和原因之后，若要再着重分析

研究中印边界冲突中的宗教文化因素，我们还必

须研究分析印度宗教文化的核心要素在什么地

方? 又有哪些特点? 这样才能清楚地认识到左右

中印边界冲突爆发的真正的宗教文化因素。
在印度的宗教文化体系中，最能体现印度核

心文化要素的是: 印度教教徒重精神轻物质。从

某种角度讲，印度教教徒在精神与物质两方面较

偏重精神生活的享受，其主要原因是宗教的作用

与影响。印度教教徒不但一生下来就是个宗教

徒，同时，从他下地的第一声啼哭起，就被浓重的

宗教仪式、语言、精神所包围，他的一生从此总是

脱离不了宗教的影响。人数众多的印度教教徒，

他们成群结队，或者独自一人，要在临死前到印度

教的圣城瓦腊纳西等死，死后在恒河边举行宗教

仪式火化，并把骨灰抛进恒河后，方才终结了自己

的人生道路，上天堂过幸福生活，或者来世求得一

个好的报应。所以，可以说印度教徒没有宗教就

无法生活。其他宗教教徒与印度教教徒也相差无

几。自然，在这种宗教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印度人，

他们对物质生活的追求要淡一些。
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凡印度的宗教教徒在

精神享受的追求方面格外强调人对神的奉献精

神。尤其是印度教教徒，他们崇拜自己心目中的

神，并全身心地奉献于它，这是他们最高的精神享

受。因为，在印度教创立之前，佛教强调“业”因，

人生人世间所有一切活动都叫“业”，亦叫“作

业”。要摆脱“业 ”的包围与折磨，只有放弃工

作，独自苦身修行，这是断绝“业”因的唯一的解

脱之道。印度教是在吸取佛教教义基础上发展起

来的，但更认为人一生所有的劳作，只要出离贪

求，永远知足，并非是产生恶的“业”因，人只要热

爱自己的工作，并奉献于它，他就不会沾染罪垢，

反而能求得神的青睐。《薄伽梵歌》里有这样两

段对人劳作的论述: “一个人他的每一个动作不

系于欲望的效果，他的业被智慧之火焚化掉了，智

者称他为圣人，出离了世界的束缚，永远知足，不

受拘束，虽然他做了许多工作，他完全没有业，不

要希望什么控制着自己的心，出离了贪求，只用身

体去工作，他就不沾罪垢。”［4］( P113)“即使在战争

中杀人，也不会沾染罪垢，因为，你要为作战而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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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没有考虑到快乐与苦恼、丧失与得益、胜利和

失败，你 永 远 不 会 招 致 罪 恶，因 为 这 是 你 的 奉

献。”［5］( P73) 所以，印度人认为，用忘我超脱的精神

去忘我地工作，奉献自我，不计较个人的得失，最

后让神行于自我，最终就能达到与神合一的最高

境界。
尼赫鲁及其政治精英们，绝大多数都是印度

教教徒，从小深受印度宗教文化的熏陶，他们为独

立后的印度工作，忘我地为了印度的国家利益去

奋斗，不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就不会沾染罪垢，

这就是印度教教徒的行为之道。与此同时，印度

人还认为人的社会价值就是一个人为了子孙和国

家、社会与民族的繁荣，而孜孜不倦去经营自己的

人生，负担起家庭与国家的责任，不是为了个人利

益的得失去追求，也不是为了实现自己利欲享受

去奋斗，而是在“达摩”( 法) 的约束下规范个人的

行为得失，将自我无私地奉献于社会，这就是人的

社会价值存在的真实体现。
另外，《薄伽梵歌》还十分形象地描述了“智

慧之道”的重要性:“因为世界上没有再比智慧之

道能净化一切了，已经达到瑜伽完整境界的人，许

多日以后，他便发现智慧在他自己之中，有信仰的

人能控制他的感觉得到智慧，得到智慧之后，他立

即达到至高水平。”［4］( P113)“智慧之道”在现代印

度人的认识中是极为深刻的，一般有点知识的读

书人，在他们的潜意识里“对掌握知识，开启自己

的智慧之门，除了为自己寻求一个好的生存和工

作环境外，更主要的是他们这是亲近神、与神合一

的一种途径和方法”。［6］( P17)

久而久之，在上述印度宗教文化核心价值观

与哲学理念的影响下，逐渐养成了印度民族极强

的民族韧劲，而这样印度式的民族韧劲还带有一

定的宗教性———神性。让神行于自我，全身心地

工作，出离了贪求，忘我地奉献，甚至奉献出自己

的生命，以求达到人与神合一的最高境界，这也就

是印度教徒人生中最高的精神追求。印度独立

后，尼赫鲁及其政治精英们看到的是英国人留下

的一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他们要为穷困的印度

迅速崛起与繁荣富强而奋斗。尼赫鲁私下曾再三

强调:“考虑任何问题首先得从印度的利益着眼，

其次才是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⑤

在中印边界战争爆发前，尼赫鲁既不深入地

去分析研究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个什么样的

国家，也不去研究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以及这个

国家和军队的最高领袖毛泽东及其患难与共走完

二万五千里长征路的战友和同伴的思想观点与性

格和愿望，更无视中国历史和现实的事实本身。
他的心中只有为了继承英国殖民者留下的遗产，

去实现他建立“大印度联邦”的构想，把中国的西

藏变成横在中国和印度之间的一个“缓冲国”，最

大限度地满足印度在西藏的特权和利益，从而也

以此提高新生印度的国际地位与话语权。为此，

他除了乘人之危不断地蚕食中国的领土外，又片

面地修改地图，企图以既成事实逼中国承认印度

认为的中印永久的边界线———麦克马洪线。与此

同时，尼赫鲁及其同僚又一方面不择一切手段拉

拢达赖，鼓励他进行西藏的独立活动; 另一方面则

玩弄两面手法迷惑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

们，让他们在中印友好声中丧失应有的警惕性。
而中国方面，由于当时历史和现实条件的限

制，中国人一般除了对印度的佛教及文化有所研

究外，对于印度民族的特点及属性、印度文化与宗

教性—神性关系方面的特点研究等都还几乎是模

糊和空白的，所以，也就缺乏深入地研究印度的国

大党及其领袖们的治国之策，以及对中印关系的

真正图谋及影响。尤其对尼赫鲁个人的了解和研

究，更是处在表面的初级阶段。如对于尼赫鲁个

人的为人、脾性、爱好及其意志力和行为特点及思

维特点等，了解甚少，难以理解; 还片面地认为尼

赫鲁是中国人民最伟大真诚友好的朋友，根本没

有注意到他在中印关系上所做的另一面，盲目地

相信他表面的演讲和承诺等。一旦中印关系的矛

盾激化时，中国的政治领导人则是根据中国文化

的处世哲学，着眼于解决眼前的问题，而没有从更

长远和深层次上去研究中印关系的未来发展，只

是单单求得 30 年的和平而已; 对其后果的危害性

想得不多不深，缺乏应有的预见性，所以，也就无

法从根本上去考虑衡量决策的国际性并与国际惯

例相符。
可是印度的领导人却不这么认为。中印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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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古国，印度也没有比中国差，古代印度文化对

中国文化的发展与繁荣起到了不少的推动作用。
印度虽在中印边界战争中败给了中国，但是，印度

绝不屈从中国人的安排。使吃了败仗的印度去乖

乖地坐到谈判桌上接受中国人的教训与安排，他

们认为这太丧失国格人格了。为此，印度不但不

接受中国人和平谈判的要求和提议，更是不顾自

己的伤痛，仍旧不顾一切地向前冲，继续占领中国

军队为实现和平谈判主动后撤的中国领土。这就

是印度民族属性韧劲的体现，也是尼赫鲁及其同

僚为了印度的国家利益可以不顾一切地实现自己

目标的动力，因为这时神已行走于他们的心中，也

是他们至高的精神追求。这就是印度宗教文化核

心价值观在中印边界战争中的直接体现。
实际上，中印边界战争的爆发，虽然在军事上

印度被中国打败了，但是，实际上印度却是真正的

既得利益者。如今，他们不但仍占据了中国的领

土，顾及印度国家的体面和利益，不愿放弃占领的

一寸中国领土。同时，印度还要中国人承认麦克

马洪线的合理性。目前，中印边界谈判的实情足

以说明，中国人在与印度人的和平谈判中，从中印

文化的高度去探讨研究的话，中国与印度还是没

有更好、更深层次地领悟中印核心文化的价值及

精神方面的奥秘与真谛。

注释:

①哲孟雄原是中国西藏的藩属，也是锡金的旧名。英国殖民时沦

为英国殖民者的保护国。印度独立后，1949 年 6 月 2 日向哲孟

雄派驻军队，并接管了哲孟雄的一切政务，改名为锡金。

②《西藏革命和尼赫鲁哲学》，《人民日报》1959 年 5 月 6 日。

③《外交部文件汇编》( 1950 年 8 月—1961 年 4 月) ，第 175 页。

④中印两国在西藏问题上的五项原则是: 1． 互相尊重领土主权;

2． 互不侵犯; 3 互不干涉内政; 4 平等互利; 5 和平共处。这五

项原则被印度人称为“番查希拉”，意为中印关系的五项戒条，

即: 1． 不杀生; 2． 不偷盗; 3． 不邪淫; 4． 不诳语; 5． 不饮酒，神

圣又至高无上。

⑤Bhim Sandu，Unresolved Conflict: China and India，1988，第

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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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flections on Ｒeligious Culture of the Sino － India
Ｒ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Peri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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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ultural studies，the paper overviews the religious culture and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Sino － India relations and its changes in the cold war period． The religious culture，its characteristics and elements of religious
culture of Sino － Indian border conflict are also explored． Finally，the paper makes a further consideration on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Sino － India re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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